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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风汉造：从汉代漆器、玉器纹样

也论“中原制造”*

关键词：北方系动物纹，玉牌饰，石嵌饰，漆盒，中原制造

摘要：动物纹是北方草原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常被用于装饰各类金属佩饰。战国至两汉时期，中原地区出现

了大量动物纹金属牌饰，这些牌饰中有一部分是中原工匠制作的。实际上中原工匠对北方系动物纹的模仿并不仅局

限于各类金属牌饰，本文讨论的5件汉代漆器和玉器“胡风”明显，是“中原制造说”的重要补充，也是汉匈关系

变迁以及汉代贵族好胡之风的具体体现。

KEYWORDS: Northern animal style motif, Jade plaques, Stone-inlaid decoration, Lacquer box, Central Plains 
manufacturing theory

ABSTRACT: The animal style motif is a characteristic feature of the northern Steppe culture, and has been widely 
employed on various types of metal decorations.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s and Han period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cases 
of metal plaques with decorations of animal motif emerged in the Central Plains; some of them were likely made by local 
craftsman.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borrowing and imitation of northern animal style decoration by artisans in the Central 
Plains was not limited to the making of metal plaques. The author discuses five lacquerware and jade objects of the Han 
period, and highlights that the distinctive ‘Hu’ style decorations provide a strong line of evidence supporting the Central 
Plains manufacturing theory proposed above. These artifacts show not only the transi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an 
and Xiongnu, but also the nobility’s obsession in exotic art style during the Han Dynasty.

陈宗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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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至汉晋时期，中原地区发现了不少带

有异域风格的随葬器物，以金属器为最大宗，

如常见的北方系动物纹牌饰、当卢及凸瓣纹银

盒等。自20世纪90年代起，国内外学者就围绕

此类器物的工艺、产地、制造者等问题展开了

讨论，艾玛·邦克（Emma C. Bunker）提出的

“汉夷工艺品”无疑是具有启发意义的[1]。随

着研究的深入，中原地区发现的这些具有异域

特征的金属物件中，有一部分为中原工匠所造

的观点已成学界共识，学者们围绕这类器物的

制造方法、器物特征、流行背景等问题展开

了更加深入的研究[2]。其中，又以罗丰明确提

出的“中原制造说”影响最大[3]。纵观过往研

究，中原制造这一话题的讨论多是围绕金属器

展开的，韦正等在讨论狮子山汉墓出土的带饰

时，以曹 墓的云驼纹玉带扣为例，指出西汉

时期中原工匠对北方少数民族器物的仿制已经

扩大到了其他质料的器物之上[4]。此外，南越王

墓中的麦穗纹框玻璃牌饰[5]与睡虎地M47发现

的钩喙兽纹木梳实际上也是仿制载体扩大化的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启”计划（编号：2024QQJH05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创新项目“隋唐长安城考古发掘

与研究”（编号：2021KGYJ010）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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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物[6]。随着近年考古工作的开展，又出土了

几件北方草原特征明显，材质却为漆、玉的汉

代器物，这些新材料的出现，为我们多元理解

“中原制造”以及深入探讨两汉时期中原同北

方少数民族之间的互动关系提供了新的例证。

一、器物的发现与年代

（一）云驼纹玉牌

1974年底，长沙市咸家湖西汉中期大型岩

坑竖穴木椁墓在内棺中部发现玉牌饰（原报告

作玉珩）2件（图一，1），似在死者腰部两侧

放置。牌饰平面长方形，单面透雕一只蜷曲蹲

卧的骆驼（原报告作龙马），四周装饰透雕卷

云纹，长8.8、宽4.4、厚0.3厘米[7]。

（二）后肢翻转有角神兽纹漆盒

1997年底，安徽巢湖北山头一号墓出土一

大一小的漆盒2件，均由器盖和碗形器身两部

分组成，器表髹漆，纹饰以黑、赭红、金黄

色漆勾勒。墓葬时代为西汉文景时期。大盒

（BM1:29）盖钮周围勾绘八只变形鸟纹，外

圈饰两组四匹卧马纹，前足曲于身下，后蹄翻

转，身体呈“S”形，马尾呈鸟首状。器壁周

身绘有四匹马，后蹄亦向上翻转。圈足部包

有一圈铜饰，其上浮雕六匹卧马，四足卧于

身下，首尾相对，尾部做回首鸟形（图一，

3）。口径20.8、器高10.7、通高17.1厘米。小盒

（BM1:37）形制与大盒类似，盖钮四周饰有四

组蚕纹，外圈为两组四匹马纹，后蹄上翻，尾

部呈鸟首状。器口沿外装饰一圈带状黑漆，沿

下绘回首变形鸟纹四组[8]。腹壁饰四马纹，铜

圈足上花纹已锈蚀不清，外底部刻有“大官”2

字（图一，4）。口径13.7、器高6.4、通高9.6厘

米[9]。

（三）双熊猎猪纹石嵌饰

2011～2016年，江西南昌海昏侯墓[10]出土1

件双熊猎猪纹石嵌饰。器物左下角稍残，材质

为蛇纹石化大理岩，灰色片状，单面镂空浅浮

雕双熊猎猪图。猪在下部，张口挣扎；左上方

熊左前爪揪住猪颈上鬃毛，撕咬其背；右上方

熊左前爪擒住猪吻部，右前爪按在左熊腿上，

猛咬猪头部，场面生动。兽身以平行短线纹表

现鬃毛。该嵌饰长5.38、宽3.7、厚0.61厘米[11]

（图一，2）。

目前来看，上述器物虽然发现不多，但

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首先从随葬品和墓葬规

模来看，此类器物的拥有者均是当时的权贵阶

层；其次，这几件漆、玉器出现的时间比较集

中，均在西汉早中期。

图一  饰有北方动物纹的玉器和漆器

1. 咸家湖曹 墓出土云驼纹玉牌饰  2. 海昏侯墓出土双熊猎猪纹石嵌饰（M1:1-1-5）

3、4. 北山头一号墓出土漆盒（BM1:29、BM1:37）

1

2 3 4

二、器物的特征与用途

（一）图像特征

前 文 所 列 5 件 漆

器 和 玉 器 的 材 质 虽 然

差 异 较 大 ， 但 在 母 题

特 征 和 图 像 风 格 上 都

表 现 出 了 较 高 的 一 致

性 。 从 母 题 来 看 ， 均

以 动 物 纹 为 主 体 ， 骆

驼 、 马 、 野 猪 、 怪 兽

等 母 题 图 案 是 秦 汉 时

期 北 方 草 原 地 区 常 见

的 装 饰 纹 样 。 依 据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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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造型与咸家湖西汉墓发现的云驼纹玉

牌饰高度相似，我们可以断定二者来源于同一

母题，乃至同一范式。

有角神兽纹又被称为怪兽纹、虚幻动物

纹等[12]。北山头一号墓出土的两件漆盒上均装

饰有成组的“后肢翻转有角神兽纹”，此类动

物纹是斯基泰文化的典型纹样之一。除了明显

的后肢翻转特征外，这两件漆器上的动物纹主

体由角、身、尾三部分构成，身体似马，角、

尾呈节状，顶部为鸟[13]。这种组合兽纹常见于

北方地区的矩形铜牌饰上，角上的禽头，实际

上是由“格里芬”的头演化而来[14]，西安北郊

秦工匠墓出土的动物纹陶模[15]、宁夏固原三营

出土的金牌饰、北方长城地带出土的铜牌上的

图案与北山头一号墓出土的漆盒纹样实为一类

（图二，2～4）。

海昏侯墓中发现的动物噬咬纹玉嵌饰主体

为双熊猎猪，两只熊与一只野猪纠缠在一起，

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动物相斗或撕咬的造型

大量涌现，如虎豕相斗、狼背鹿、狼食盘羊、

虎吞鹿、虎食驴、虎食牛及老虎与鹰头兽相斗

等，这种题材在两汉时期更为流行，出现了更

多内容的动物搏斗纹[16]。这件嵌饰的纹样与狮

子山汉墓出土金带扣几乎一致（图二，5），类

似纹饰的器物在北方地区、乃至境外也有发现。

综上，无论从图像风格还是母题特征来

看，前文所述的5件器物均显示出了浓烈的北方

草原文化气息，时代明显晚于北方地区同类纹

饰的器物，故我们可以推定这几件器物的母题

与北方地区常见的动物纹母题系出同源。

（二）器物的用途

曹 墓的云驼纹玉牌发现于墓主腰部，两

块牌饰的相对处各有一半圆形开孔，根据简报

图示，牌饰不远处还分散着数枚玉贝，基本可

以确定为“贝带”的不同部分，玉牌即为“带

头”，装在腰带两端起到系结的作用。由此可

见，从功能上来讲，这种作为“带头”的玉牌

饰在使用时与北方地区常见的动物纹金属牌饰

并无差别，有的只是材质和工艺上的差异。

以北方系动物纹装饰石嵌饰和漆器的例

子并不多见，这两类器物的功用显然与牌饰不

同。海昏侯墓中的动物搏斗纹石嵌饰出土于西

藏椁，属于娱乐用器，推测被镶嵌在青铜器或

漆器上，起到装饰之用[17]。漆盒则是战国秦汉

时期常见的实用盛器之一，也是极具特色的祭祀

用器，在不同规格、等级的墓葬中均有发现。

通过前文分析，我们已明确这5件器物的纹

样均源自北方，且同类纹样在北方草原地区多

图二  北方系动物纹陶模和牌饰

1. 大都会博物馆藏骆驼纹牌饰陶模（采自《中原制造—关于北方动物纹金属牌饰》）

2. 西安北康村秦工匠墓出土有角神兽纹陶模（99XLM34:21）  3. 宁夏固原三营出土有角神兽纹金

牌饰（采自《固原文物精品图集（上）》）  4.传出于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的有角神兽纹铜牌饰(采

自《矩形动物纹牌饰的相关问题研究》)  5. 狮子山汉墓出土金带扣（W1:13）

1 2 3

54

像内容、组合的差异，

我们可以将这批图案进

一步划分为单体兽纹和

动物噬咬纹。

单体兽纹又包括驼

纹和有角神兽纹。驼纹

的造型相对简单，与现

实中的骆驼造型基本无

异，但从其周身围绕的

卷云来看，曹 墓中这

两件玉牌饰上的骆驼显

然并非凡物。美国大都

会博物馆藏有1件驼纹

牌饰陶范，除陶范四周

刻有一圈麦穗纹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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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用于加工金属牌饰。从器物形制和出土位置

来看，这几件漆、玉器的性质并不相同，从功

能上来看，既有对北方系牌饰功能的延续，如

曹 墓出土的玉牌饰；同时也有因载体差异而

产生的新用途，如海昏侯墓的石嵌饰和北山头

一号墓的漆盒。

三、中原制造及相关问题的讨论

（一）中原制造的新证据

目前，国内外发现了很多带有北方草原

图像风格的器物，主要是牌饰和各类装饰品，

材质多以金、铜为主。虽然这些金属器物的铸

造方法有所差异，但应当多是采用了硬模铸造

法，少数贵金属制作时可能使用了失织—失蜡

法，再进行打磨、挫平后，整个器物最终成

型[18]。通过对器物铭文、图像特征等方面的考

证，已经有学者明确指出这些北方动物纹金属

饰件中，有一部分可能出自中原工匠之手，且

这些工匠很可能有官方背景[19]，这种推论目前

已被学界广泛认可。前文列举的5件带有北方

草原风格图像的漆、玉器则可以为“中原制造

说”提供更全面的证据。

首先，制造方法存在差异。基于材料物理

性质的不同，不同材质的器物在加工方法上存

在巨大差异。曹 墓与海昏侯墓中的这3件器物

均为玉（石）质，制造方法上与中国传统的制

玉工艺并没有什么差别，在确定原料大小、图

像内容与布局后，利用浅浮雕、减地浮雕、镂

空等手法完成图像的整体框架，再使用阴线刻

的技法，完成动物毛发与云气等细节的加工，

最后通体打磨完成整个制作过程。北山头一号

墓的2件漆盒则属于另一套加工系统。先通过

斫、旋、凿等方式使木胎成型，接着内外髹

漆，最后在漆地上利用线描、平涂、堆漆的手

法，手工描绘出器表的动物纹饰。总之，不论

是玉（石）器还是漆器，均表现出了匠人高超

的技艺水准。

其次，匈奴人没有制造漆器和玉器的生产

传统。秦汉时期，匈奴人活动于纬度较高的北

方地区，主要从事畜牧业，史载“逐水草迁徙，

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20]。但也正是由于自然环

境的限制，匈奴人素来没有制造漆、玉器的生产

传统。以漆器为例，天然漆是制作漆器的主要原

材料，漆树原产于中国，据现有资料统计，中国

漆树分布的中心区域主要包括秦岭、大巴山、

武当山、巫山、武陵山脉一带[21]。虽然诺颜乌

拉、高勒毛都等匈奴贵族墓葬中发现了一定数

量的玉片、玉璧、漆盒、漆绘马车等[22]，但从

器物的风格和材质来看，这批器物很可能产自

中国内地，通过贡奉、贸易、赏赐、战争等方

式流入草原地区，最终作为重要的随葬品埋入

匈奴贵族的墓葬当中。

最后，刻铭文字的新证据。北山头一号

墓发现的2件怪兽纹漆盒，其中1件（BM1:27）

外底部刻有“大官”两字，该刻铭为我们探讨

这两件漆器的文化属性提供了新的证据。两汉

时期，已经发现了很多刻有“大官”铭文的器

物，以铜器居多，另有部分漆器与陶器。“大

官”一词同“太官”，至迟在春秋战国时期已

经出现，秦时为“少府”属官，汉承秦制，主

要职能是管理皇帝饮食，除了为皇帝及其贵宠

的臣属提供饮食外，还提供祭品、祭具，参

与祭祀的职责[23]。汉初分封诸侯后，诸侯王国

的太官机构应是皇室的“缩减版”[24]。在明确

“大官”的职责与刻有“大官”铭文器物的基

本情况后，我们可以对这件“大官”铭的有角

神兽纹漆盒有更深入的认识。

综合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除印文外，

所有刻有“大官”铭的器物均为饮食器，且均

为同类器物中的精品[25]。按制，“大官”器的

使用者等级非常高，目前的考古发现也多见于

诸侯王墓中。北山头一号墓的年代约在西汉文

景时期，早年被盗，虽然没有出土能够直接证

明墓主身份的遗物，但从其一椁双棺的墓室结

构与随葬大批精美漆器、铜器和玉器的情况来

看，该墓墓主生前享有较高的地位，发掘者推

测墓主为当时居巢县的（令）长[26]。汉代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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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到地方均有专门制造漆器的官营生产部门，

从“大官”铭及器身装饰的精美程度来看，该

漆盒产自官营生产部门当无疑议，同出的另一

件有角神兽纹漆盒虽然没有铭文，但无论器物

造型还是纹饰都与“大官”铭漆盒高度相似，

由此我们可以断定这两件器物均产自中原，且

应是同一作坊所出。

总之，无论是生产传统还是自然环境，

北方地区的游牧族群自身并不具备生产前述玉

牌、石嵌饰和漆盒的基本条件，又兼“大官”

铭文的使用，进一步证明这几件漆、玉器产自

中原。

（二）仿制与再创造

汉王室不仅有收集异域器物的爱好，汉人

工匠也有仿制异域风格器物的传统[27]。邢义田

概括了仿制的三层意义，一是制造技术的引入

或输出，二是装饰母题或形式的模仿，三是模

仿后母题或形式的再创造或在地化[28]。总体来

看，本文论述的5件器物实际上已经超越了单纯

的技术引入范畴，主要反映的是对装饰母题的

模仿，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母题与形式的

再创造和在地化。

如果单从母题纹样来看，这5件器物的纹样

并没有超脱北方草原动物纹的范畴，几乎可以

看作是对北方地区动物纹的照搬，表现出了非

常强烈的艺术延续性。但若着眼于器物本身，

我们可以发现汉人工匠在模仿的同时，结合载

体的造型与物理性质对纹样进行了再创造，主

要表现在图像细节和构图布局两方面。

首先，由于物理性质的差异，金属器与漆

器、玉器的制作方法完全不同。中原工匠们将

传统的制玉、制漆工艺与北方系动物纹有机结

合，在纹样最大程度保留原有风格的同时，又

因不同技法的引入表现出新的艺术特征。使用

浅浮雕与减地技法修琢过的玉石表面凹凸有致，

结合石材本身的厚度，与常见的同类纹样金属牌

饰相比，更加凸显出动物的雄壮、健美[29]；漆绘

则是完全不同的表现方式，线描、双勾、堆漆

等绘制手法的使用保证了纹饰形态的流畅，堆

叠充盈的线条为本就源于外域的有角神兽纹再

添一份神秘。

其次，参考载体装饰的传统布局结构对图

像进行新的排列，主要表现在北山头一号墓出

土的2件漆盒上[30]。从整体布局来看，这2件漆

器的纹饰整体呈条带状分布在器身和器盖上，

符合秦汉漆器纹饰的一贯布局。装饰图案轴对

称分布是汉代漆器装饰的典型特征之一，如马

王堆1号墓出土的“君幸酒”漆耳杯，以“君

幸酒”三字为轴心，四条变形龙纹呈轴对称分

布，北山头一号墓的两件漆器同样采用了这种

对称式布局，两匹怪兽纹面对面构成一组，与

另一组之间由几何纹相隔，呈轴对称布局。除

此之外，这2件漆盒上神兽纹的面积很大，几乎

填满了整个器身与器盖，显示出一种张力十足的

充盈美，这也是秦汉漆器常见的表达方式之一。

总而言之，这5件漆、玉器既表现出了强

烈的胡族艺术风格，同时又保留着汉式器物的

本质特征，是汉代南北方文明交融、杂糅的产

物。我们不妨参考“汉夷工艺品”[31]，将这批

器物概括为“胡风汉造”，以此体现器物自身

“汉”与“胡”两方面的特征。

四、历史背景的讨论

早在战国时期，随着游牧与农耕文明的接

触，北方草原地方的一些文化因素就以较快速度

传入中原，并与中原文化发生了新的融合[32]。至

迟在此时，中原工匠就开始了对胡式器物的仿

制，相关行为在史料中也有记载，《汉书·匈

奴传上》载高祖时“岁奉匈奴絮缯酒食物各有

数”[33]，另载“孝文前六年……，黄金饰具带

一，黄金犀毗一……，谒者令肩于单于”[34]。

颜师古注曰：“犀毗，胡带之勾也。亦曰鲜

卑，亦曰师比，总一物也，语有轻重耳。”由

此可见，除了粮食、酒、丝绸之外，汉朝还向匈

奴贡奉黄金带具等贵金属装饰品，其中就包括一

些胡式饰品，这些装饰品显然是出自中原官方作

坊，直接说明了中原工匠仿造胡式器物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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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汉代的王公贵族对异域风物的喜

好，是这批器物集中出现在各地高等级墓葬中

的原因。随着中原与周边地区交流增多，不同

文化传统之间的物质交换越发频繁，统治阶级

对珍异的猎奇心理愈发强烈，史载“夫中国一

端之縵，得匈奴累金之物”[35]。皇帝在获得各

种异域奇珍后，也不吝于封赏贵族大臣们，如

“（光武）帝虽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

小失。远方贡珍甘，必先遍赐列侯，而太官无

余”[36]。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整

个社会上层弥漫着浓烈的猎奇之风。除了封赏

外，汉代的列侯们还会通过使者贸易、贾商贸

易、请托贸易，乃至走私贸易、贿赂馈赠等方

式满足自己对域外珍异的渴求，拥有了大量的

域外奢侈品[37]。既然对域外产品如此热衷，那

么也就不难推想汉朝贵族们对这种“胡风汉

造”器物的喜爱了。从现有的发掘材料来看，

这种以漆器、玉器为载体的“胡风汉造”器物并

不多见，其中固然有发掘不平衡的原因，但根本

上是源于此类器物的珍贵难得，这几件器物做工

精细，均是同类器物中精品，生产数量自然有

限，那么就不难理解这类器物发现少，并且集中

出土于中原权贵阶级墓葬中的现象了。

自春秋战国时期以来，各贵族墓中已经出

现了诸如凸瓣纹银盘、多面金珠、动物纹金属

牌饰等异域器物。秦汉两代，建立起了统一的

多民族国家，形成了以横向拓展、交流与融合

为特色的文化发展模式。这种文化的大交融展

现在多个方面和层次，主要有汉文化与周边各

少数民族文化之间、汉文化与域外各国文化之

间等等的相互交融[38]。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

汉王朝实际上也形成了更为开放、包容的心

态。以各类动物纹牌饰为例，至少在战国起，

这类牌饰就已经出现在了中国北方长城地带。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牌饰进一步向南扩散，

西汉时期，分布区域已经遍及中原和南方地区

很多地方[39]。这些牌饰有不少是中原工匠仿制

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仿制这些金属牌饰

时，工匠们始终没有跳出原本的材质与范式，

表现出的更多是工匠技艺与器物细节上的差

别。但本文所讨论的5件漆器和玉器则有着不

同的意义，在脱离了原材质后，中原工匠在新

材质上“复制”母题时，基于材料和器形的变

化，对图像进行了解构与重绘。表面上来看，

是制造者高超技艺的体现，实际上反映出的是

经过长期接触后，各类鲜活、生动的北方系动

物纹已经被汉地贵族所接受，继而被纳入中原

审美体系并渐趋改造的事实。

五、结语

综上，基于上层社会对异域风物的喜爱，

两汉时期的中原工匠们制器时存在着大量的仿

造行为，与动物纹牌饰、凸瓣银盘等金属类仿

制器物相比，本文着重论述的5件“胡风”漆、

玉器显然有着明显的“汉造”特征。经过长期

的模仿，中原工匠们已经对来自北方的动物纹

类母题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在此基础上，逐

步脱离了北方母题传统材质与范式的限制，将

其与中原传统的制玉、制漆工艺相结合，生产

出了这批两种风格杂糅的“新鲜玩意”。这些

“胡风汉造”器物的出现，本质上是中原农耕

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碰撞、融合的结果。相信

随着考古材料的累增，新的材料会为我们深入

理解汉匈关系以及汉代手工业的发展提供更多

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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